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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驱动城市
创新水平提升吗?

———基于“宽带中国”战略试点的准自然试验

张 杰，付 奎

( 石河子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 石河子 832003)

摘要: 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空间网络的“中枢节点”和“传输纽带”，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激

发城市创新动力、构建数字网络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基于 2011—2018 年地级市面板数据，以“宽带

中国”战略试点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创新驱动效应。研究

发现:“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城市创新水平提升，该结论在采用工具变量和倾向得分

匹配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从时空效应来看: 试点政策的创新驱动效应具有动态可持续

性，随着年份的推移，效果不断增大; 且试点政策加速推动了地理相邻城市的信息和创新要素流动，

产生了较强的示范效应，并加剧了示范城市建设的政策洼地效应，对经济相似地区创新资源和要素

产生了一定的虹吸效应。从影响机制来看，试点政策通过集聚驱动效应、结构优化效应促进城市创

新，数字金融助推效应相对较小。从异质性来看，试点政策对东部地区城市和行政等级较高的直辖

市、省会及副省级等城市的创新驱动效应相对更强。研究结论为深入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

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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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信息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强化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加快建设创新

型国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进一步强调，要坚定不移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坚持创新在我

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因此，持续推进以信

息网络为核心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着力迈入创新型国家先进行列成为推动我国实现二〇三五年社

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的必然之义。伴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我国经济逐

步迈入数据要素驱动、万物互联互通的数字经济发展新阶段，以 5G、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逐渐成为带动有效投资的关键投入、释放经济活力的强劲引擎以及实现创新驱动的有

效路径［1］，并成为驱动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新动能。数字经济的深层次发展离不开信息网络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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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撑，网络性能和服务质量的提升依赖于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的升级［2］。信息网络基础设施作为现

代数字经济发展的“网络传输纽带”和“信息物质载体”，对重塑现代化经济体系与数字经济网络格

局、推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基础性战略意义。
21 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工业化国家愈发重视“信息高速公路”等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纷纷将信

息网络建设纳入支持本国创新体系构建的国家战略部署和优先行动领域中。为深入落实国家信息

化发展战略，工信部和国家发改委分别于 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分批遴选了 120 个“宽带中国”
试点城市( 群) ，重点围绕着扩大城乡宽带覆盖率、推进区域宽带网络协调发展、加快宽带网络优化升

级、提高宽带网络应用能力以及完善宽带网络产业链等方面，加快提升城市宽带发展水平，推进以宽

带互联网为核心的重大信息工程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并在宽带用户规模与普及率、宽带网络能力、
宽带信息应用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显著成效。以宽带为核心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致力于加快宽

带网络优化升级、提高宽带普及应用水平，并逐步渗入国计民生的各个方面，形成支撑数字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坚实基础。伴随着“宽带中国”等一系列信息化战略的实施，我国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取

得突飞猛进的进展。20 世纪末，我国网民总数仅有 2 250 万人，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不足 1 500 万

个; 而截至 2020 年 6 月，网民规模增加至 9． 4 亿人，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达 9． 31 亿个，光纤接入

用户及蜂窝物联网终端用户数量分别达 4． 34 亿和 11． 06 亿户。新一代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在提升国

家信息化水平、激发创新创业活力、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基础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有力推动网络强国

和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那么，“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能否驱动城市创新水平提升? 政策效果是

否具有动态持续性和示范效应? 其内在作用机理如何? 是否存在异质性?

从现有研究来看，与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创新驱动效应紧密相关的文献主要包括以下三

类。第一类文献主要围绕着交通网络基础设施的经济效应进行大量探讨。关于传统交通基础设施，

施震凯等［3］研究发现铁路提速促进了沿线企业生产率提升，李兰冰等［4］实证表明高速公路通达性的

改善推动了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优化。随着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络的逐渐形成，国内学者们掀起

了对高铁开通政策评估的研究热潮，发现高铁开通带来的“时空压缩”等效应，极大地促进了人才、资
本等创新要素的跨区域转移流动，优化了创新资源的空间配置，对重塑经济空间格局发挥了重要作

用［5 9］。此外，部分学者围绕着外部溢出效应，发现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

空间溢出效应，倘若忽视空间作用则会高估其经济效应［10 11］。第二类文献围绕着信息网络基础设施

的宏观、微观经济效应开展了有益的探索。聚焦于其宏观效应，部分学者研究发现信息网络基础设

施对经济增长、出口贸易、工资和就业结构产生了积极作用［12 17］。另一部分学者从微观层面围绕着

信息网络基础设施与企业家精神、经营绩效及出口绩效等进行探讨，发现信息网络渗入影响着微观

企业行为决策及经济效应［18 19］。第三类文献围绕着“宽带中国”战略试点的政策效应进行评估。刘

传明和马青山［20］、马青山等［21］及薛成等［22］研究发现政策试点产生了显著的生产率效应、结构优化

效应以及技术扩散效应。综合来看，现有文献还存在以下不足: 一是对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与技

术创新的研究较为匮乏，仅有孙早和徐远华［23］、薛成等［22］及 Ｒampersad and Troshani［24］等从高技术

产业创新效率、技术知识扩散以及农村地区创新等方面初步探究了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的技术扩散效

应; 二是对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网络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略显不足，且在政策评估中往往忽视了

试点城市的示范效应; 三是缺乏从城市层面对“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创新驱动效应的内在机制及时空

动态溢出效应的探讨。
鉴于此，本文从理论层面构建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城市创新的分析框架，揭示数字经济

发展阶段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驱动城市创新的直接及间接影响机理，接着以“宽带中国”战略试点为

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创新驱动效应、时空动态溢出效应及城

市异质性效果。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 一是研究内容上，将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赋能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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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至创新领域，分别从集聚驱动、结构优化和数字金融发展等方面，探究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

创新驱动效应及作用机理，拓展了信息网络基础设施与创新领域的理论分析框架。二是研究方法

上，利用“宽带中国”试点这一相对外生事件，并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工具变量等多重稳健方法，有效

识别了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创新的政策效果，同时采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进一步考察了

其对相邻和相似地区城市创新的“示范效应”和“虹吸效应”。三是研究意义上，为进一步落实网络

强国、数字中国等国家战略，深入推进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激发城市创新活力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

据，也为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以 5G 为核心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打

造数字经济时代网络强国和创新型国家提供了新的思路参考。
二、理论分析

( 一) 直接影响机制

作为新时期国家信息发展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性、前
沿性和先导性，不仅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优化资源配置［20，25］，还有助于改变创新资源的组合与连接

方式，降低创新过程中的交易成本［23］，对城市技术创新产生直接的促进作用。一方面，根据梅特卡

夫法则和网络边际成本递减规律，信息基础设施等硬件投入的边际成本随着用户规模的扩大而不断

减少，且边际收益呈现出不断递增趋势，这会产生较为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有助于节约企业研发成

本，提升知识技术吸收与再创新速度，加快企业研发创新。另一方面，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为互联

网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搭建智能化的网络技术平台，极大提高了超大规模信

息传送、最新研发成果共享以及前沿知识技术外溢的速度，降低了网络搜寻和信息传递成本，加速了

数据、信息知识在不同群体之间的传播和交换［26］，进而通过知识技术溢出产生技术报酬递增效

应［27］，增强技术创新的兼容性和延展性，促进企业研发创新。此外，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有效

打破信息交流的时空约束，促进创新要素和知识资本在区域及产业间转移与流动［28］，增强企业间的

研发合作和技术交流，有助于减少由信息不对称所引致的创新不确定性风险，提高企业研发成功率。
因此，在网络边际成本递减和技术报酬递增规律的双重驱使下，数据、知识等创新要素会加速向信息

网络基础设施发达的区域集聚，产生驱动技术创新的网络叠加效应，对推动城市创新产生直接作用。
( 二) 间接影响机制

作为现代空间网络的“中枢节点”和“传输纽带”，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具有超大规模容量、
超快传送速度等优势特征，加速推动了知识、信息、技术、数据等要素资源的网络空间配置，尤其是

“宽带中国”试点政策所带来的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通过集聚驱动效应、结构优化效应以及

数字金融助推效应等间接机制促进城市创新水平提升。
1． 集聚驱动机制

“宽带中国”试点政策通过吸引中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从而促进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宽带

中国”战略试点政策的施行往往伴随着中央和地方政府大量的创新补贴和税收减免政策支持，因而

能吸引一大批高新技术型和数字创新型企业和人才集聚，催生和加速以 5G、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

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推动多元化创新主体聚集和多层次产业协同集聚，并通过集聚驱动效

应助力城市创新。这其中以信息网络为核心的中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及产业协同集聚对推动城

市创新水平提升具有重要驱动作用。一方面，中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有效形成产业间横向和纵

向耦合关联效应，通过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促进不同产业间技术转移和知识溢出，且集聚过程中现

代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也会进一步强化其网络效应，加快推动信息、技术、人才和数据等要素的转移

集聚，形成知识密集型交流网络［29］，为企业研发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助力城市产业技术创新。另

一方面，现代信息网络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间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性和技术关联性，在技术研

发和创新活动中会产生协同效应，有利于知识要素和创新要素在城市内企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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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自由转移与扩散，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创新［30］，助推城市创新水平提升。
2． 结构优化机制

“宽带中国”试点政策通过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进而促进城市创新水平提升。第一，有别于传

统基础设施，以宽带为信息载体的新一代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更容易推动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通过

提升海量终端的响应速度和服务能力，赋予现代机器设备更强大的识别、学习、计算和协作能力［31］。
这有利于推动传统制造工艺设备的改造升级，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强大的物质信息载体，推动城市

创新。第二，以宽带为核心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推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型信息

技术嵌入制造业生产价值链，促进制造业服务化并向“微笑曲线”两端的高附加值领域迈进，进而推

动制造业中高端转型升级，同时为传统服务业转型带来信息化驱动力，最终通过加快现代服务业与

制造业信息化融合、优化产业结构来促进城市创新。第三，以宽带互联网为核心的网络基础设施建

设能有效拓展高质量、多元化的互联网服务，推动传统产业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提高产业间

分工、专业化协作水平，加快产业间技术溢出和结构优化，促进城市创新水平提升。
3． 数字金融助推机制

“宽带中国”试点政策通过助推城市数字金融发展进而促进城市创新水平提升。一方面，依托于

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创新信息技术的应用，我国数字金融经历了井喷式增长［32］。宽带等信息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的跨界融合以及数字金融服务覆盖广度和深度的拓展延

伸提供了良好的网络基础和信息平台，能够有效突破传统银行机构网点和人工成本对金融服务边界

的束缚［33］，较大程度地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和可获得性，进而有助于缓解企业研发创新面临的

融资约束困境［34］，特别是为长尾群体和中小微企业创新活动提供“低门槛”融资渠道。另一方面，宽

带等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为欠发达地区信息科技发展和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为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布局和产品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催生和加速了数字金融新业态新模式

发展。其通过大数据金融科技应用不仅能降低金融市场的搜寻成本和风险识别成本，将金融资源与

企业创新项目的风险特征相互匹配，为企业创新提供精准的线上消费信贷、投资理财等服务，还有助

于倒逼传统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和信贷资源配置效率，校正传统金融中存在的

“属性错配”“领域错配”和“阶段错配”问题，使金融机构能够更具靶向性地支持企业技术创新活

动［35］，进而促进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
三、模型设定、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 一) 模型设定

为探究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本文将工信部和国家发改委在 2014 年、2015
年和 2016 年分别遴选的“宽带中国”战略试点视为一项相对外生的准自然实验，并采用双重差分法

识别检验。由于不同城市获批“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的时间不同，因此，构建如下双向固定效应差分

模型，探究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创新驱动效应:

innoit = α + βtreati × timet + Xit + μi + γt + εit ( 1)

其中，i 代表城市，t 代表年份。被解释变量 inno 为城市创新水平; X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μi 代表

城市个体效应，控制了城市层面不随时间变化因素的影响; γt 代表年份固定效应，控制了时间趋势因

素; 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treat × time 表示“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虚拟变量，以此作为信息网络基

础设施建设的外生冲击，其系数 β 值反映“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创新驱动效应。若该城市获批“宽

带中国”示范城市，则 treat 为 1，否则为 0，获批当年及之后年份 time 为 1，其余为 0。
( 二) 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为城市创新水平( inno) 。专利是研发与创新活动最直接的产出，能较好地反映区

域创新水平。借鉴余泳泽和张少辉［36］的做法，采用城市每万人发明专利授权数衡量城市创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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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健性检验中，本文进一步采用每万人发明专利申请数以及寇宗来和刘学悦［37］测算的创新指数衡

量城市创新水平。
2． 核心解释变量为“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 treat × time) 。采用双重差分项衡量，若该城市入

选“宽带中国”战略试点，且观测时间在入选年份之后，treat × time 取值为 1，否则为 0，以此作为信息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衡量指标。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英文缩写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城市创新水平 inno 2 288 0． 154 0． 338 0． 001 13 4． 759
“宽带中国”政策试点 treat × time 2 288 0． 114 0． 318 0 1
经济发展水平 pgdp 2 288 5． 052 2 3． 181 5 0． 645 7 22． 450 2
产业结构 indstr 2 288 0． 401 0． 097 1 0． 102 0． 81
外商直接投资 fdi 2 288 0． 002 61 0． 002 75 0 0． 029 9
人力资本 hr 2 288 0． 196 0． 042 4 0． 005 53 0． 372
金融发展水平 fin 2 288 0． 962 0． 606 0． 118 7． 45
基础设施水平 infra 2 288 0． 019 6 0． 013 5 0． 000 858 0． 228

3． 控制变量。具体包括: ( 1 ) 经济

发展水平 ( pgdp ) ，采用城市实际人均

GDP 衡量; ( 2 ) 产业结构 ( indstr) ，采用

工业增加值占城市 GDP 的比重衡量;

( 3) 外商直接投资( fdi) ，采用实际利用

外资额占城市 GDP 的比重衡量，其中

外资按照美元兑人民币平均汇率调整

为人民币计价; ( 4) 人力资本( hr) ，采用

每万人拥有的普通学校在校学生人数

衡量; ( 5) 金融发展水平( fin) ，采用金融存贷款余额之和占城市 GDP 比重衡量; ( 6 ) 基础设施水平

( infra) ，采用邮电业务收入占城市 GDP 比重衡量。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 1。
( 三)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 2011—2018 年中国 286 个地级市平衡面板数据评估“宽带中国”战略试点的创新驱动

效应。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EPS 数据库。本文专利数据

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信息检索平台，该数据通过手工在线检索获取并经反复核对确认，稳健

性检验中的城市创新指数来源于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

告》［37］。部分缺失数据采用均值法进行填补。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 1) ( 2) ( 3) ( 4)

treat × time 0． 123 8＊＊＊ 0． 108 1＊＊＊ 0． 104 9＊＊＊ 0． 104 5＊＊＊

( 3． 25) ( 3． 03) ( 3． 03) ( 3． 02)

pgdp 0． 034 6＊＊＊ 0． 034 3＊＊＊ 0． 034 5＊＊＊

( 3． 55) ( 3． 64) ( 3． 54)

indstr － 0． 457 1* － 0． 448 7* － 0． 454 9*

( － 1． 70) ( － 1． 71) ( － 1． 74)

fdi － 5． 137 0 － 5． 079 0
( － 1． 57) ( － 1． 54)

hr 0． 303 7 0． 295 9
( 1． 14) ( 1． 12)

fin 0． 007 8
( 0． 60)

infra － 0． 026 7
( － 0． 08)

_cons 0． 083 6＊＊＊ 0． 109 7 0． 062 1 0． 059 2
( 11． 53) ( 1． 11) ( 0． 47) ( 0． 43)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 是 是 是 是
N 2 288 2 288 2 288 2 288
Ｒ2 0． 201 4 0． 261 0 0． 266 0 0． 266 2

注: 括号内为 t 值，＊＊＊、＊＊、* 分别表示在 1%、5%、
10%的水平上显著，以上回归均采用以地级市为聚类变量
的稳健标准误。

四、实证分析结果

( 一) 基准回归检验

本文采用双向固定双重差分法评估“宽带

中国”战略试点对城市技术创新的政策效应，

并通过逐步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考察信息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创新驱动效应。表 2 第

( 1) 列至第( 4) 列展示了依次加入控制变量后

的回归结果。故后续分析以第( 4) 列回归结果

为基准。
表 2 第( 4) 列结果显示，试点政策虚拟变

量的系数为 0． 104 5，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

表明“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的施行使得试

点城市的创新水平相比非试点城市提升10． 45
个百分点，这说明“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显

著促进了城市创新水平提升，信息网络基础设

施建设的创新驱动效应显著成立。从信息经

济学理论来看，以宽带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网

络基础设施建设极大提高了区域间信息网络

的通达性，有效降低了信息扩散和传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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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了信息和创新资源的共享性和透明性，促进了创新要素和知识资本在区域和产业间转移流

动［20］，使得创新主体能够便捷地享受高效的创新服务，加速创新性思维的产生和碰撞，促使创新行

为更为有效、过程更加精准、产出更加丰富，不断释放信息网络技术在应用部门中的创新溢出红利，

从而推动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其他控制变量结果基本符合理论预期。
( 二) 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和动态效应检验

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政策评估的基本前提是平行趋势假定成立，即政策实施前试点城市与非

试点城市具有相同的发展趋势或不存在系统显著差异。考虑到“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分批实施，且在

推动城市创新中可能具有缓冲期和动态持续性，故借鉴 Beck et al．［38］的“事件分析法”思路，构建如

下动态模型① :

innoit = α +∑4

t = －3
βt treati × timet + Xit + μi + γt + εit ( 2)

式( 2) 中，i 代表城市，t 代表年份。βt 为本文重点关注的估计系数，表示“宽带中国”试点政策施

行的前三年、前两年、前一年与实施后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的政策虚拟变量( 该年度时间

虚拟变量与是否为试点城市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的估计值，其余变量设置与基准模型一致。为直观

地检验双重差分模型是否符合平行趋势假定，本文采用图示法比较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实施前后

城市创新水平的变化状况，绘制了系数 βt 及其 95%的置信区间( 见图 1) 。

图 1 平行趋势和动态效应

由图 1 可知，在“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实施之

前，试点城市和非试点城市创新水平不存在系统

显著差异，在政策实施之后，试点城市和非试点

城市创新水平的差异不断变大，这表明平行趋势

假定满足，适宜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该政策对城

市创新的影响。此外，政策在施行当年并未对城

市创新水平产生显著影响，而是在第二年后才

明显发挥政策效果，且随着年份的推移和政策

的不断深入，系数估计值呈现显著增大的趋势。
上述结果表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创新驱

动效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且政策效果的发挥

呈现出动态可持续性，即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

设的“创新红利”具有时间动态增强效应。
2． 进一步考虑其他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

为减弱遗漏变量可能对实证结果产生的影响，本文在基准回归中控制了影响城市创新的一系列

城市特征因素，但仍然可能存在一些随着时间、地点变化而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对估计结果产生影

响，如财政科技支出偏向和创新激励政策的动态调整也可能会影响城市创新水平，进而引致回归估

计偏误。对此，本文借鉴周茂等［39］的做法，进行间接性安慰剂检验。具体做法如下: 首先，根据式

( 1) 得出系数

)β。表达式为:

)β = β + γ ×
cov( treati × timet，εit | control)
var( treati × timet | control)

( 3)

其中，control 表示前文所涉及的控制变量，γ 为非观测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若 γ = 0，则表

示非观测因素不会干扰估计结果，即

)β无偏。但 γ 是否为零难以直接检验，因此，本文以计算机随机

模拟产生的虚假变量代替 treat × time。若该虚假变量的估计结果

)β为零，则能反推 γ = 0; 若

)β不为零，

则表明模型设定有误，即存在其他不可观测因素影响模型估计。具体地，本文分批次在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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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安慰剂检验( “宽带中国”战略)

2015 年以及 2016 年随机抽取产生了 39、36 和

37 个虚假试点样本，并将随机过程重复 500 次，

产生了 500 个虚假的

)β分布，具体的估计系数的

概率密度分布如图 2 所示。不难发现，随机产生

的估计系数均值非常接近于 0，且估计的标准差

均小于 0． 01，基本服从正态分布。因此，可以反

推 γ 为 0，从而证明非观测因素几乎不会对估计

结果产生影响，进一步表明基准回归结果较为

稳健。
3． 其他稳健性检验

( 1) 更换城市创新水平的衡量方法。为增

强模型估计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采用创新指数

和每万人发明专利申请数作为城市创新水平的

代理变量，重新进行实证检验。其中，创新指数是寇宗来和刘学悦［37］基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

据，采用专利更新模型测算每项专利实际价值并汇总至城市层面形成的，其在较大程度上解决了专

利质量和价值异质性问题，能够较好地反映城市创新水平和质量。表 3 第( 1 ) 列和第( 2 ) 列回归结

果显示，在更换被解释变量后系数值有所变化，但仍然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宽带中国”
战略试点政策的创新驱动效应较为稳健。

表 3 稳健性检验结果

更换被解释变量 采用 PSM-DID 方法 运用工具变量 排除其他

创新指数 专利申请 半径匹配 核匹配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政策干扰

( 1) ( 2) ( 3) ( 4) ( 5) ( 6) ( 7)

treat × time 0． 304 1＊＊＊ 0． 043 1＊＊＊ 0． 122 2＊＊ 0． 102 6＊＊＊ 0． 944 0＊＊＊ 0． 063 3＊＊
( 3． 16) ( 3． 38) ( 1． 99) ( 2． 69) ( 2． 74) ( 2． 45)

pgdp 0． 044 5＊＊＊ 0． 017 8＊＊＊ 0． 022 0＊＊＊ 0． 030 5＊＊＊ 0． 024＊＊＊ 0． 032 9＊＊＊ 0． 027 8＊＊＊

( 2． 87) ( 4． 68) ( 3． 83) ( 3． 06) ( 11． 04) ( 3． 69) ( 3． 28)
indstr － 0． 011 8 － 0． 121 3 0． 005 1 － 0． 384 2 0． 823＊＊＊ － 0． 213 3 － 0． 418 3*

( － 0． 04) ( － 1． 19) ( 0． 04) ( － 1． 49) ( 10． 18) ( － 0． 69) ( － 1． 86)
fdi 1． 274 7 － 1． 773 5 － 2． 064 5 － 5． 980 0 － 1． 285 7． 564 2＊＊＊ － 4． 180 9

( 0． 22) ( － 1． 53) ( － 1． 37) ( － 1． 58) ( － 0． 54) ( 2． 74) ( － 1． 32)
hr 0． 068 8 0． 234 1＊＊ 0． 395 7＊＊＊ 0． 379 1 0． 273 1． 346 3＊＊＊ 0． 175 6

( 0． 24) ( 2． 23) ( 3． 37) ( 1． 31) ( 1． 90) ( 6． 40) ( 0． 76)
fin － 0． 002 0 － 0． 000 2 － 0． 000 9 0． 002 8 0． 040＊＊＊ － 0． 013 1 0． 010 9

( － 0． 15) ( － 0． 04) ( － 0． 17) ( 0． 26) ( 2． 98) ( － 0． 72) ( 0． 90)
infra 0． 718 2 0． 040 1 － 0． 212 9＊＊ － 0． 354 0* － 0． 826* 2． 769 7＊＊＊ 0． 015 0

( 0． 67) ( 0． 27) ( － 2． 34) ( － 1． 82) ( － 1． 73) ( 4． 13) ( 0． 05)
_cons － 0． 134 7 － 0． 046 3 － 0． 099 8 0． 039 1 － 0． 387＊＊＊ － 0． 359 6＊＊ 0． 088 8

( － 0． 99) ( － 0． 85) ( － 1． 56) ( 0． 27) ( 9． 34) ( － 2． 30) ( 0． 73)
地形起伏度 － 0． 031＊＊＊

( － 3． 52)
创新型城市 0． 091 7＊＊＊

( 3． 10)
智慧城市 0． 181 9＊＊＊

( 3． 93)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1 716 2 288 2 072 2 208 2 288 2 288 2 288
Ｒ2 0． 178 7 0． 280 7 0． 324 7 0． 250 5 0． 214 6 0． 142 4 0． 350 0

注: 括号内为 t 值，＊＊＊、＊＊、*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以上回归均采用以地级市为聚类变量
的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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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采用 PSM-DID 方法。“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在分批依次批复过程中可能存在着选择性偏

误，使得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在信息化水平及创新资源禀赋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导致回归结果

包含这一政策之外的影响因素。因此，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法，进一步增强试点城市

与非试点城市样本的可比性，以缓解样本选择性偏误问题。具体地，分别采用半径匹配和核匹配方

法，对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样本进行倾向得分匹配。需要指出，本文按照事前匹配思路，采用 2014
年之前( 政策尚未发生前) 的样本变量均值进行匹配，选取的协变量与控制变量一致。由表 3 第( 3)

列和第( 4) 列估计结果可知，双重差分项系数分别在 5% 和 1% 的水平下依然显著为正，表明经匹配

后“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的创新驱动效应较为稳健。
( 3) 运用工具变量法。考虑到“宽带中国”战略试点并非随机设立，可能会受到城市经济发展和

信息资源禀赋等因素干扰，从而引致政策评估的内生性问题，为此本文基于地理视角构造工具变量

以解决上述问题。具体地，借鉴刘传明和马青山［20］的做法，将地形起伏度作为“宽带中国”战略试点

的工具变量。原因在于:《创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 城市群) 工作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宽带中

国”管理办法》) 要求示范城市具有良好的宽带发展基础，而地形起伏度不仅关乎网络基站建设运营

成本，还会影响宽带渗透普及率和网络信号质量，从而影响“宽带中国”试点城市设立，满足工具变量

相关性条件; 且地形起伏度作为地理变量足够外生，并不会对城市创新产生直接影响，故满足外生性

条件。表 3 中第( 5) 列和第( 6) 列为采用工具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试点政策虚拟变量系数

在 1%的水平下依然显著为正，且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系数有所增大，这表明在采用工具变量缓解内

生性问题后，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创新驱动效应更强。工具变量检验结果也表明地形起伏度作

为工具变量较为稳健和适宜②。
( 4) 排除其他政策干扰。样本期内还实施了与“宽带中国”战略和创新激励相关的其他政策，可

能会对估计结果产生一定干扰。为此，本文借鉴纪祥裕和顾乃华［40］的做法，进一步控制了创新型城

市试点、智慧城市试点等代表性政策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将上述两种政策的虚拟变量( 入选试点城市

后为 1，否则为 0) 纳入基准模型中进行实证估计，结果如表 3 第( 7) 列所示。可以看出，在同时控制

两种政策影响后，试点政策双重差分项系数依然在 5%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宽带中国”战略

试点对城市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较为稳健。
( 三) 空间溢出效应检验

基础设施建设具有较强的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会对“本地—邻地”经济活动产生显著的空间溢

出效应［10］。特别是以高铁开通为代表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间资本和创新要素流动产生了

“扩散效应”与“虹吸效应”两种机制影响［5 6］。《“宽带中国”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宽带中国”示

范城市试点应对全国同类地区产生较强的示范和引领作用。那么，作为一项战略性公共基础设施建

设工程，“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的创新驱动效应是否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如果有，究竟会加速相

邻或相似地区信息和创新要素流动，延展区际技术创新的“扩散效应”，产生“示范效应”，还是加剧

示范城市建设的政策洼地效应，对相邻或相似地区创新资源和要素产生掠夺和虹吸效应?

为进一步检验上述效应，本文借鉴 Delgado and Florax［41］等的做法，构建如下空间双重差分模型，

探究“宽带中国”战略试点示范城市对相邻或相似地区城市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

innoit = α + β1 treati × timet + β2 treati × timet × W + Xit + μi + γt + εit ( 4)

其中，W 为空间权重矩阵，其余变量与前文基准模型一致。具体地，采用两种空间权重矩阵考察

“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对相邻及相似地区的创新空间溢出效应。第一种权重矩阵为地理距离矩

阵，主要探究试点政策对相邻地区( 地理相邻) 的溢出效应; 第二种权重矩阵为经济地理距离矩阵，主

要考察试点政策对相似地区( 经济相似) 的溢出效应。表 4 汇报了两种权重矩阵下的估计结果，结果

显示，在地理距离矩阵中，空间权重矩阵与双重差分项交乘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相邻城市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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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空间溢出回归结果

地理距离矩阵 W1
( 1)

经济地理距离矩阵 W2
( 2)

treat × time 0． 114 1＊＊＊ 0． 117 7＊＊＊
( 3． 28) ( 3． 40)

treat × time ×W1 0． 649 9＊＊

( 2． 07)
treat × time ×W2 － 0． 000 1*

( － 1． 81)
pgdp － 0． 078 4 － 0． 071 2

( － 1． 45) ( － 1． 29)
indstr － 1． 059 0＊＊＊ － 1． 066 6＊＊＊

( － 2． 66) ( － 2． 68)
fdi － 3． 272 6 － 3． 402 1

( － 1． 08) ( － 1． 12)
hr 0． 508 0* 0． 537 9*

( 1． 65) ( 1． 75)
fin 0． 007 4 0． 003 4

( 0． 55) ( 0． 25)
infra － 0． 133 6 － 0． 181 7

( － 0． 34) ( － 0． 46)
_cons 1． 176 7* 1． 102 4

( 1． 69) ( 1． 56)
时间固定 是 是
地区固定 是 是
N 2 288 2 288
Ｒ2 0． 245 4 0． 242 0

注: 括号内为 t 值，＊＊＊、＊＊、* 分别表示在 1%、
5%、10% 的水平上显著，以上回归均采用以地级市为
聚类变量的稳健标准误。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

应，“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加速了知识和信息

技术的跨区域转移、流动与扩散，优化了信息和创

新要素资源的空间配置，对相邻城市技术创新产

生了较强的示范效应。在经济地理距离矩阵中，

空间权重矩阵与双重差分项交乘项的系数在 10%
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相似城市之间的信息基

础设施建设呈现出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宽带中

国”战略试点政策加剧了示范城市建设的政策洼

地效应，对经济相似地区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虹吸

效应。可能的原因在于: 有限的资源供给约束下，

示范试点获批意味着将获得更多的财政资源及相

关配套政策支持，在扩大宽带网络覆盖范围、提升

信息网络服务质量的同时，会进一步吸引高新技

术企业及研发创新人才进入，这既推动了本地城

市技术创新，也对其他在经济发展方面与其相似

的非试点城市的信息及创新资源要素产生了一定

的掠夺和挤占。总体上，从综合系数的估计值和

显著性来看，虹吸效应相对较小。
五、进一步拓展分析

( 一) 作用机制检验

以上实证结果表明，“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

策显著促进了城市创新。结合前文理论分析，本文进一步从中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产业结构优

化和数字金融发展等路径，探究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驱动城市创新水平提升的作用机制。具体借

鉴温忠麟和叶宝娟［42］的做法对上述作用路径进行实证检验，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innoit = α0 + α1 treati × timet + Xit + μi + γt + εit ( 5)

Mit = β0 + β1 treati × timet + Xit + μi + γt + εit ( 6)

innoit = ! 0 + ! 1 treati × timet + ! 2Mit + Xit + μi + γt + εit ( 7)

其中，M 为中介变量，包括中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数字金融发展指数，

其余公式变量与前文基准模型一致。若 α1、β1 和! 1均显著，且! 1相较 α1 变小或显著性下降，则表明

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若 α1 和 β1 显著，! 1不显著，则表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若 β1 和! 2至少一个不显

著，则需要进行 Bootstrap 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中第( 1) 列至第( 3) 列为中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为检验“宽带中

国”战略试点政策是否通过吸引中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城市创新水平提升，本文借鉴韩峰和

谢锐［43］的做法，测算中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指数③，并将其代入上述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宽带

中国”战略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中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且在第( 3) 列加入指标项后，双重差分项

的系数值有所下降，集聚指数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即中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宽

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促进城市创新中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经计算得出，该路径下中介效

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12． 61%。上述结论表明，以宽带为核心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为信息数据

要素的传递和转移提供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持，为高新技术企业的转移集聚创造良好的条件，有利于

激发城市创新活力，促进城市创新水平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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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作用机制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 集聚驱动效应 结构优化效应 数字金融助推效应

inno 集聚驱动 inno 结构优化 inno 数字金融 inno
( 1) ( 2) ( 3) ( 4) ( 5) ( 6) ( 7)

treat × time 0． 104 5＊＊＊ 0． 002 2＊＊＊ 0． 091 2＊＊＊ 0． 004 3 0． 101 0＊＊＊ 0． 010 9* 0． 102 0＊＊＊
( 3． 02) ( 4． 70) ( 2． 78) ( 0． 71) ( 3． 10) ( 1． 85) ( 2． 97)

集聚驱动 5． 991 1＊＊＊

( 4． 40)
结构优化 3． 957 8＊＊

( 2． 19)
数字金融 0． 227 3＊＊＊

( 4． 19)
pgdp 0． 034 5＊＊＊ － 0． 000 1 0． 035 4＊＊＊ 0． 001 3＊＊＊ 0． 029 5＊＊＊ 0． 020 9＊＊＊ 0． 029 8＊＊＊

( 3． 54) ( － 1． 18) ( 3． 64) ( 3． 78) ( 3． 39) ( 8． 42) ( 3． 09)
indstr － 0． 454 9* － 0． 176 0＊＊＊ 0． 599 7＊＊＊ － 0． 009 8 － 0． 416 0* 0． 040 0 － 0． 464 0*

( － 1． 74) ( － 35． 27) ( 2． 71) ( － 1． 19) ( － 1． 71) ( 0． 70) ( － 1． 79)
fdi － 5． 079 0 － 0． 240 4＊＊＊ － 3． 638 6 0． 443 7＊＊＊ － 6． 835 0＊＊ 0． 988 2 － 5． 303 6

( － 1． 54) ( － 3． 26) ( － 1． 16) ( 3． 38) ( － 1． 98) ( 1． 44) ( － 1． 61)
hr 0． 295 9 0． 005 9 0． 260 7 0． 132 7＊＊＊ － 0． 229 4 0． 178 5＊＊＊ 0． 255 3

( 1． 12) ( 0． 84) ( 0． 99) ( 4． 71) ( － 0． 71) ( 3． 02) ( 0． 98)
fin 0． 007 8 0． 000 9 0． 002 5 － 0． 000 2 0． 008 4 0． 003 4 0． 007 0

( 0． 60) ( 1． 64) ( 0． 21) ( － 0． 29) ( 0． 72) ( 0． 75) ( 0． 53)
infra － 0． 026 7 0． 011 2 － 0． 093 8 － 0． 044 4 0． 149 1 0． 015 5 － 0． 030 2

( － 0． 08) ( 1． 12) ( － 0． 29) ( － 1． 40) ( 0． 48) ( 0． 18) ( － 0． 09)
_cons 0． 059 2 0． 513 1＊＊＊ － 3． 014 6＊＊＊ － 0． 013 7* 0． 113 4 0． 380 6＊＊＊ － 0． 027 3

( 0． 43) ( 221． 48) ( － 4． 43) ( － 1． 94) ( 0． 87) ( 13． 44) ( － 0． 21)
Bootstrap Z = 0． 120 P = 0． 000 Z = 0． 023 P = 0． 037 Z = 0． 117 P = 0． 000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2 288 2 288 2 288 2 288 2 288 2 288 2 288
Ｒ2 0． 266 2 0． 932 8 0． 281 6 0． 155 6 0． 314 5 0． 994 7 0． 271 8

注: 括号内为 t 值，＊＊＊、＊＊、*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以上回归均采用以地级市为聚类变量

的稳健标准误。

表 5 中第( 4) 列和第( 5) 列为产业结构优化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为检验该作用机制，本文借

鉴袁航和朱承亮［44］的做法，采用三次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与各产业劳动生产率乘积的加权值衡量

产业结构高级化，并将其代入上述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促进了城市产业

结构高级化，但在 10%的水平上并不显著，在第( 5) 列加入产业结构高级化项后，双重差分项的系数

值变小，且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系数显著为正。此时需要采用 Bootstrap 检验，经检验后发现，产业结构

高级化的中介效应显著，即“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能够通过助力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城市创新。
进一步地，经计算后发现该路径下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16． 29%。上述结论表明，以宽带为信

息载体的新一代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有效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有利于推动传统服务业

和制造业转型升级，加快产业间技术溢出和结构优化，促进城市创新水平提升。
表 5 中第( 6) 列和第( 7) 列为数字金融发展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为检验该作用机制，本文采

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衡量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回归结

果表明，“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数字金融发展，且在第( 7) 列加入数字金融指数项后，

双重差分项的系数值有所下降，数字金融指数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为稳健性起见，继

而采用 Bootstrap 法检验间接效应是否显著，结果拒绝原假设，表明间接效应显著，即“宽带中国”战

略试点政策能够通过助推数字金融发展，进而推动城市创新水平提升。经计算后发现该路径下中介

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 2． 37%。以上结果表明，以宽带为代表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为数字金融的普

及和推广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为拓展金融的服务范围和触达能力提供了稳定的技术支撑，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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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缓解创新型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困境，激发城市创新创业活力。
( 二) 城市异质性分析

尽管前文已经论证了“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的创新驱动效应及其作用机制，但试点范围内不

同特征的城市对政策冲击的响应是否存在一定差异? 对于该问题的探讨，有利于深入理解信息网络

基础设施建设驱动城市创新水平提升的边界条件。为此，本文接下来从城市等级、区位异质性进一

步讨论。
表 6 异质性回归结果

城市行政等级
( 1)

城市区位分布
( 2)

treat × time × level 0． 159 8＊＊＊

( 3． 63)

treat × time × area 0． 203 8＊＊＊

( 3． 11)

pgdp 0． 034 0＊＊＊ 0． 036 6＊＊＊

( 3． 59) ( 3． 87)

indstr － 0． 437 8* － 0． 362 5
( － 1． 68) ( － 1． 55)

fdi － 5． 425 7 － 3． 192 4
( － 1． 46) ( － 1． 06)

hr 0． 254 0 0． 297 9
( 0． 97) ( 1． 16)

fin 0． 001 2 0． 014 0
( 0． 10) ( 1． 03)

infra － 0． 089 1 0． 013 0
( － 0． 26) ( 0． 04)

_cons 0． 070 9 0． 007 8
( 0． 53) ( 0． 06)

时间固定 是 是

地区固定 是 是
N 2 288 2 288
Ｒ2 0． 267 2 0． 295 0

注: 括号内为 t 值，＊＊＊、＊＊、* 分别表
示在 1%、5%、10% 的水平上显著，以上回归
均采用以地级市为聚类变量的稳健标准误。

1． 城市等级异质性

不同等级城市在经济发展和创新资源配置等方面存

在较大差异，可能会影响“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的创

新驱动效果发挥。一般而言，直辖市、省会城市及副省级

城市等往往是所在区域的政治经济中心以及重大发展战

略的试行区。相比一般地级市，这些行政等级较高的城

市不仅能通过行政等级优势获得更多的公共财政资源和

创新激励政策支持，还可以通过中心城市的集聚效应进

一步强化资本、人才、信息等创新要素资源的自我集聚功

能，从而导致“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在不同等级城市

中存 在 差 异。基 于 此，本 文 设 置 城 市 等 级 虚 拟 变 量

( level) ，将直辖市、省会城市及副省级城市赋值为 1，一般

地级市赋值为 0，并将该变量与试点政策双重差分项相乘

代入回归，结果如表 6 中第( 1 ) 列所示。可以发现，试点

政策双重差分项与行政等级交乘项的回归系数在 1% 的

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对行

政等级较高城市的创新水平提升作用相对较强。原因可

能在于: 凭借着经济规模、信息集聚以及公共服务供给等

优势，行政等级较高的城市入选“宽带中国”试点所带来

的信息化冲击能够吸引更多的创新型企业、风投资金以

及研发人才涌入，推动城市创新; 而行政等级较低的一般

地级市拥有的经济管理权限相对较低，创新资源禀赋相

对较弱，通过财税、投资、土地等优惠政策吸引中高端创新型企业集聚的外源及内生动力略为不足，

较难形成“政策引领—产业集聚—技术创新”的自我集聚模式，从而使得试点政策对一般地级市的创

新驱动效应相对较弱。
2． 城市区位异质性

中国疆域辽阔，不同区位城市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东部地区城市在改革开放等一

系列试验政策的支持下，凭借着便利的交通和区位优势率先发展，经济发达程度、人力以及科教资源

条件相比中西部地区较为优越，加之铁路、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网络的分布差异，导致东部地区资

金、技术、人才等各类要素资源难以覆盖到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致使中西部地区创新经济发展滞后于

东部地区。因此，东中西地区城市间的区位优势差异可能会导致“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效果产生

差异。本文构建区位特征虚拟变量( area) ，将东部地区城市赋值为 1，中西部地区城市赋值为 0，并

将该变量与试点政策双重差分项相乘代入回归，结果如表 6 中第( 2) 列所示。从中可以看出，试点政

策双重差分项与区位分布交乘项的回归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试点政策对东部地区

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相对更强。原因可能在于: 东部地区人才要素和创新资源禀赋较为充裕，“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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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略试点政策在驱动东部地区城市创新中更多地表现为“锦上添花”; 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

对滞后、科教资源较为匮乏、创新人才吸纳能力相对较弱，尽管“宽带中国”战略试点在一定程度上加

速了创新要素和信息知识的网络技术溢出和空间扩散，但受限于经济规模、资源禀赋以及地理区位

约束，创新型企业集聚的内生动力依然不足，导致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集聚驱动效应难以有效

发挥，影响了“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施行的效果。
六、结论与建议

( 一) 研究结论

我国已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迫切需要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催生新发展动能，实现依靠创新驱

动的内涵型增长。本文以“宽带中国”战略试点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信息网络基础

设施建设的创新驱动效应，主要研究结论如下:“宽带中国”战略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城市创新水平

提升，该结论在工具变量和倾向得分匹配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显著成立。从时间动态效应来看，

随着年份的推移，政策试点的创新红利不断增强; 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宽带中国”战略试点对地理

相邻城市创新产生了较强的“示范效应”，对经济相似地区呈现出一定的“虹吸效应”。从影响机制

来看，试点政策主要通过集聚驱动效应、结构优化效应促进城市创新，数字金融助推效应相对较小。
从异质性来看，试点政策对行政等级高的直辖市、省会及副省级等城市的创新驱动效应更为明显，对

东部地区城市的创新驱动效应相对更强。
( 二)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加强 5G 网络、数据中心、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激发城市创新活力。信

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能显著促进城市创新能力提升，而且其推动效果具有时间强化效应。因

此，应加快 5G、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步伐，进一步提升信息基

础设施的功能，激活城市创新主体间、要素间、产业间的有机衔接，真正将新一代信息技术内化为城

市创新动力，进而激发城市创新活力。逐步构建信息数据驱动型创新体系，推动新一轮信息网络基

础设施与创新经济融合发展。
第二，优化“新基建”区域布局，借助“信息桥梁”形成东 － 中 － 西城市创新“雁形”发展态势，促

进区域创新能力协同发展。基于“宽带中国”的“示范效应”“虹吸效应”“层级效应”，国家在“新基

建”区域布局中，更应注重技术或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提高其网络渗透率和

网速等，实现“创新要素共享”“区域协同创新”等良性循环。通过加强中西部地区城市的“新基建”
投资，推动东部创新要素辐射中西部地区，强化数字技术驱动，保障数据、知识、信息、专利、资金、人
才等创新要素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顺畅流转，形成先发带动后发的“雁形”发展态势，促进区域创

新协同发展。
第三，强化“新基建”对数字经济的集聚效应，形成城市创新与数字经济互促共进的发展格局。

把新型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技术红利”转化为创新红利和高质量发展动力，全方位促进信息技

术的市场化应用，推动数字经济赋能产业链生态再造与转型升级。通过集聚驱动效应、结构优化效

应以及数字金融助推效应促进城市创新，引导数字创新型和高新技术型企业的集聚发展，推动传统

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在经济社会中的应用，打造城市创新能力与数

字经济“双轮驱动”的发展格局。

注释:

①为稳健性起见，本文进一步画出时间趋势图，图形显示政策实施前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的创新水平呈现稳定的

平行趋势。限于篇幅，此图未报告，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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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工具变量检验结果如下: 基于过度识别的 Kleibergen-Paap rk LM statistic 为 12． 369，弱工具变量识别的 Cragg-Donald
Wald F statistic 为 12． 393，且工具变量一阶段的 F 值( 12． 39) 大于 10。这表明工具变量既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

也拒绝不可识别的原假设，通过了外生性检验，进一步表明采用地形起伏度作为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与稳健性。
③具体地，依据各细分生产性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和技术密集度，将“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

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金融业”等行业归为中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并采用区位熵方法进行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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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th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network infrastructure drive
the level of urban innovation?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f

“Broadband China”pilot policy
ZHANG Jie，FU Kui

(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hihezi University，Shihezi 832003，China)

Abstract: As information network infrastructure acts as the“central node”and“transmission link”of the modern

economic system's spatial network，construction of such infrastructur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stimulating urban innovation

and building digital network power．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prefecture-level cities from 2011 to 2018，this paper takes the

( 下转第 1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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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nomic status and role functions of cities，introduces SNA network centrality indicators． Further，it combines DID

models to explore the degree of impact of a city's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within a high-speed rail network on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economic．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pening of high-speed rail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urban tourism

economic development，but that after opening，its dynamic effects tend to become insignificant over time． The analysis of

heterogeneity shows that differences in scale between high-speed rail station construction and urban development will affect the

tourism promotion effect of high-speed rail． Where a high-speed railway station is the originating station，if the distance from

the urban area is less than 30 km，the opening of the high-speed railway in the city will have a tourism promotion effect; and

the potential of integrating transportation and travel in small cities with third-tier and below needs to be further tapped．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scale effect and structural effect of opening high-speed rail systems are the mechanisms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t economies． Further analysis finds that the city occupies a high degree of centrality，

intermediate centrality，or close centrality in a high-speed rail network，which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economies．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correctness and forerunner of

the integration of traffic and travel，and provide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cities to compile high-speed rail tourism

development plans．

Key words: high-speed rail; tourism economy; transportation and travel integration;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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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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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adband China”pilot policy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and uses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to evaluate the

innovation-driven effect of information network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Broadband China”pilot

policy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 innovation． This conclusion is significantly established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 tests，including instrumental variables an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 and space effect，

the innovation-driven effect of pilot policies has dynamic sustainability，which increases over time． Moreover，pilot policies

accelerate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elements in geographically adjacent cities，produce a strong demonstration

effect，intensify the low-land policy effect of demonstration city construction，and produce a certain siphon effect on innovative

resources and elements in economically similar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luence mechanism，pilot policies promote

urban innovation through agglomeration-driving effect and structure-optimization effect，whereas the boosting effect of digital

finance is relatively smal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terogeneity，pilot policies have a stronger innovation-driven effect on the

eastern region，on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ith higher administrative levels，on provincial

capitals，and on sub-provincial cities． This paper's conclusion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furthe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infrastructure and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novative country．

Key words: information network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urban innovation; new infrastructure; Broadband Chin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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